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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研究了 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我国三次产业增长和价格结构变化对实际

ＧＤＰ 增长率的影响效应。 本文首先在现有增长率因素分解的核算方法基础上提出了一

种新的增长率分解核算方法，这一方法能够识别出结构变化对增长率的影响效应。 然后，
运用新分解方法重新核算了 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我国实际 ＧＤＰ 增长率的产业分解情况，并藉

此重点分析了三次产业增长拉动实际 ＧＤＰ 增长的情况，以及价格结构变化对我国经济增

长率和三次产业增长拉动 ＧＤＰ 增长点的影响。 分析结果表明，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我国经济增长

主要由第二产业增长拉动（贡献率超过 ５０％ ），但第三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增大，
二产作用逐渐减小；短期内，三次产业价格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总效应不大，但三次

产业自身的价格变化效应并不小，并且价格结构变化极大改变了三次产业增长拉动实际经

济增长的效应；长期来看，价格结构变化通过鲍莫尔成本病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阻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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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保持高速经济增长。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我

国实际 ＧＤＰ 增长 １８５􀆰 ３７ 倍，年平均增长 ８􀆰 ３５％ 。 其中，１９５３—１９７８ 年实际年平均增长 ６􀆰 ４８％ ，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 年实际年平均增长 ９􀆰 ３６％ 。 我国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源自三次产业的快速增长。 不过，
我国三次产业的增长速度并不一样。 图 １ 显示，１９５３—２０１９ 年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长速

度明显快于第一产业（以下分别简称为二产、三产和一产），且二产和三产的增长率在不同时期差

异很大。 库兹涅茨早已指出，在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该国产业结构会发生变化，以农业为主的一

产产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会不断下降，以服务业为主的三产占比会逐渐上升，以工业为主的二产占比

则先上升后下降（Ｋｕｚｎｅｔｓ，１９７３）。 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三次产业不平衡增长也使得三次产业

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图 ２ 显示，１９５２ 年我国一产产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达到 ５０％ ，二产占比只有

２１％ ，三产占比为 ２９％ ；２０１９ 年三产产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上升到 ５４％ ，一产和二产占比分别下降到

７％和 ３９％ 。 经济增长本质上是由各产业增长所拉动，不同产业增长速度和特征的不同会导致增

长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化。 在我国 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的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三次产业增长有何差异？
不同产业增长对实际经济增长贡献各有多大？ 这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另一方面，正如 Ｂａｕｍｏｌ（１９６７）所指出的，在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各产业技术进步不同会导致

其相对价格发生变化，技术进步快的产业价格会相对下降。 由图 ３ 可知，１９５３—２０１９ 年我国三次

产业产品价格上涨率差异很大：一、三产业价格上涨速度明显快于二产。 三次产业产品价格变化不

同使得其价格结构不断变化，由此导致不同时期三次产业产值在实际 ＧＤＰ 核算中的比重发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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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相对价格结构变化显然会影响实际 ＧＤＰ 的增长率。 因为即使三次产业实际产值没有增长，如
果价格结构变化使得实际产值高的产业相对价格提高，实际 ＧＤＰ 也会出现增长。 在我国经济增长

过程中，三次产业价格结构变化对实际 ＧＤＰ 的增长有何影响，相对价格结构变化会如何影响三次

产业增长对实际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大小，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

图 １　 我国实际 ＧＤＰ 增长率和三次产业　 　 　 　 　 图 ２　 我国三次产业产值 ＧＤＰ 占比的变化：
实际产值增长率：１９５３—２０１９ 年　 　 　 　 　 　 　 　 　 　 　 　 　 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　 　 　

　 　 注：图 １ 和图 ２ 数据来源于 ＣＥＩＣ 数据库；三次产业实际产值增长率按照 ＧＤＰ 消涨指数进行调整。

图 ３　 我国 ＧＤＰ 消胀指数通胀率和

三次产业价格指数通胀率：１９５３—２０１９ 年
　 　 注：相关数据由作者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得到。

现有文献也曾分析过三次产业增长对我

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但由于这些文献未能考虑

价格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而存在两

方面的缺陷。 一方面，由于未能剔除三次产业

价格结构变化对三次产业增长效应的影响，现
有研究都低估二产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高
估一产和三产的贡献。 另一方面，由于分解方

法的限制，现有文献无法分析价格结构变化对

经济增长的影响。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主要

有以下创新：首先，在理论方面，本文提出了一

种新的实际 ＧＤＰ 增长率因素分解的核算方法，
这种方法对于研究经济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同传统实际 ＧＤＰ 增长

率因素分解的核算方法相比，本文提出的核算

方法能够计算产业价格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

率的贡献。 因此，运用本文提出的经济增长率

产业分解的核算方法，可以检验 Ｂａｕｍｏｌ（１９６７）
提出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价格变化效应所带来的“鲍莫尔成本病”，即当经济中不同部门或行业存在

不同的技术进步率时，技术进步快的部门或行业其产品价格会上涨更快，这种价格变化效应长期来

看会阻碍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这一新的经济增长率因素分解核算方法的分析表明，尽管从短期来

看，不同产业间的价格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率影响很小；但长期来看，由于时间累积效应的作用，源
自于产业间不平衡增长的价格结构变化确实降低了长期经济增长，我国长期经济增长中存在鲍莫

尔成本病。 其次，就理解中国现实经济增长而言，本文运用新的核算方法估算了 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我

国三次产业增长拉动实际 ＧＤＰ 增长的百分点及其贡献率，同时还分析了三次产业价格变化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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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的影响，以及它对三次产业增长拉动实际 ＧＤＰ 增长率的影响。 本文分析表明，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我国一、二、三产业增长分别拉动实际 ＧＤＰ 增长 ４􀆰 ４ 倍、１８６􀆰 ７ 倍和 ９４􀆰 ０ 倍，而价格结构变化效

应和增长价格交叉效应分别使得实际 ＧＤＰ 增长 ７􀆰 ０ 倍和降低 ７６􀆰 ７ 倍；这五种效应对这一期间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 ２􀆰 ４％ 、１００􀆰 ７％ 、３４􀆰 ７５％ 、３􀆰 ８％ 和 － ４１􀆰 ４％ 。 本文研究还表明，同传统核

算方法相比，考虑价格结构变化后二产拉动实际 ＧＤＰ 的年算术平均增长率提高 ０􀆰 ６１ 个百分点，其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 ５􀆰 ８ 个百分点；一产和三产拉动实际 ＧＤＰ 的年算术平均增长率分别降低

０􀆰 ４３ 个百分点和 ０􀆰 ３０ 个百分点，贡献率分别下降 ２􀆰 ７７ 个百分点和 ２􀆰 ９１ 个百分点。 如果按照年几

何平均增长率来看，是否考虑价格结构变化效应对二、三产业增长效应的影响更大。
全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是文献综述；第三节分析 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我国三次产业和实际 ＧＤＰ

的增长情况，以及三次产业相对价格的变化趋势；第四节提出一种实际 ＧＤＰ 增长率因素分解的新

方法；第五节对我国实际 ＧＤＰ 增长率进行产业分解，并讨论三次产业增长和价格结构变化对我国

经济增长的贡献；第六节是结论和评述。

二、 文献综述

同本文相关的第一类文献是有关产业结构变化的研究。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始于 Ｆｉｓｈｅｒ
（１９３９），该文通过研究欧洲各国的数据提出，国民经济和就业人口重心会在一产、二产和服务业之

间转移。 Ｃｌａｒｋ（１９４０）首次对此提出了一种理论解释，认为产业结构变迁的主要原因在于各产业的

生产效率与需求收入弹性的不同。 Ｋｕｚｎｅｔｓ（１９７３）通过系统研究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经济结构

转型特征认为：①除就业份额外，产值份额也会在三次产业间转移；②产业内部结构也在变化，如工

业部门中制造业份额上升最快，服务业内部则教育、科研及政府部门的相对份额上升；③产业间和

产业内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需求变动、国际贸易和技术变迁等因素。 早期研究缺少严格理论分

析，之后很多学者通过理论模型对这些结论进行了严格论证，如 Ｂａｕｍｏｌ（１９６７）、Ｋｏｎｇｓａｍｕ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Ｎｇａｉ ＆ Ｐｉｓｓａｒｉｄｅｓ （２００７）、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 Ｇｕｅｒｒｉｅｒｉ （２００８）、Ｆｏｅｌｌｍｉ ＆ Ｚｗｅｉｍｕｌｌｅｒ （２００８）和

Ｂｏｐｐａｒｔ（２０１４）等，都分别从不同产业在供给面（技术进步或要素密集度）或需求面（偏好或需求的

收入弹性）的差异性解释了产业结构的变迁。 另一些文献研究了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产业 ／行业

产品价格变化的鲍莫尔效应（Ｂａｕｍｏｌ， １９６７）。 这些研究认为，由于制造业生产效率增速比服务业

更快，这导致服务业的相对成本不断提高；同时，总体生产效率提高带来的收入上升使得劳动者因

工作而放弃休闲的保留工资提高，这又使得主要利用劳动力要素的服务业产品的绝对成本提高。
这两种作用相结合使得服务行业成本和价格相对于制造业不断上升。 Ｂａｕｍｏｌ（１９６７）最初的研究

只考虑了单一劳动生产要素时的情形。 Ｎｇａｉ ＆ Ｐｉｓｓａｒｉｄｅｓ （２００７）研究表明，即使考虑资本积累，不
同部门技术进步率的不同仍会使得经济中存在鲍莫尔效应。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 Ｇｕｅｒｒｉｅｒｉ （２００８）进一步

证实，不同部门的要素密集度存在差异也会导致产品相对价格发生变化。 还有一些文献研究了需

求结构变化的恩格尔收入效应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 这类文献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提

高所带来的需求结构变化也会使得三次产业产品的相对需求发生改变，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
现有理论证明，在 Ｓｔｏｎｅ⁃Ｇｅａｒｙ 等形式的非位似偏好（Ｋｏｎｇｓａｍｕ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或者等级式偏好

（Ｆｏｅｌｌｍｉ ＆ Ｚｗｅｉｍｕｅｌｌｅｒ， ２００８），或者价格独立的广义线性偏好（Ｂｏｐｐａｒｔ， ２０１４）、非位似 ＣＥＳ 偏好

（Ｃｏｍ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以及跨期可集聚型（ｉｎｔｅｒ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ｌｙ ａｇｇｒｅｇａｂｌｅ）偏好（Ａｌｄ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等假设

下，都会产生符合恩格尔定律的需求曲线，从而出现导致产业结构变迁的恩格尔效应。 郭凯明等

（２０１７）和颜色等（２０１８）对我国产业结构中的恩格尔效应和鲍莫尔效应做出了测算，证实我国经济

增长中也存在这些效应。 此外，郭凯明（２０１９）、杨飞和范从来（２０２０）、程名望等（２０２０）和郭凯明等

（２０２０）还研究了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王高望

４２

王弟海：三次产业增长和产业价格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



和田盛丹（２０１９）、余泳泽等（２０２０）、齐鹰飞和 Ｌｉ（２０２０）等分别研究了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和政

府支出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本文详细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过程，以上这些文献则

为本文理解和解释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的机制和原因提供了理论基础。
同本文相关的第二类文献是有关三次产业对我国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 有关三次产业对我国

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文献非常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刘伟和李绍荣（２００２）。 该研究发现，尽管三

产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之一，但三产的扩张会降低一产和二产中规模经济的正效应；只
有通过提高一产和二产的效率才能维持长期经济增长。 李钢（２０１３）、傅元海等（２０１６）等研究也得

出类似结论。 另有研究提出相反意见。 如庞瑞芝和邓忠奇（２０１４）认为，我国服务业生产效率高于

工业，近年来服务业 ＴＦＰ 的增长超过了工业。 唐晓华等（２０１８）也认为，我国持续经济增长应通过

发展三产中的生产性服务业来推动。 由此可见，对于中国高速增长主要是由二产还是三产所拉动，
现有文献存在争议。 与现有文献利用计量分析的方法不同，本文主要利用经济增长率产业分解的

方法来分析三次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研究同样发现，二产是拉动我国 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

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二产作用不断下降，三产作用在逐渐增加。 不过，未来是否能依靠三产拉

动我国长期增长，还值得商榷。
同本文相关的第三类文献是有关产业结构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 Ｓｙｒｑｕｉｎ ＆ Ｃｈｅｎｅｒｙ

（１９８９）、Ｍａｔｓｕｙａｍａ（１９９２）、Ｃａｓｅｌｌｉ （２００５）通过理论模型都证明，产业结构对一国经济增长具有重

要作用，经济结构的差异是导致各国收入增长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实证方面，Ｓａｃｈｓ ＆ Ｗｏｏ
（１９９４）通过对中国同东欧和苏联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动力在于产业结构

转变。 Ｔｅｍｉｎ （１９９９）和 Ｔｅｍｐｌｅ（２００１）则认为，结构转变是二战后（１９５０—１９７３ 年）西欧各国高速增

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他研究还包括 Ｐｅｎｅｄｅｒ（２００３）对 ＯＥＣＤ 国家的比较分析，Ｄｉｎｇ ＆ Ｋｎｉｇｈｔ
（２００９）对中国增长之谜的考察，以及 Ｃｉｍｏ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对中国、巴西、印度和南非增长问题的比

较研究。 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有：郑若谷等（２０１０）表明，改革开放前的 ３０ 年中，产业结构调整在短

期和长期都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作用。 戴觅和茅锐（２０１５）发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对于缩小我

国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可见，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 从以上文

献回顾中可以看出，既有研究多以三次产业的绝对产值及其比例关系来考察产业结构，本文主要关

注价格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另外，尽管 Ｂａｕｍｏｌ（１９６７）等已经注意到经济增长中的相对价

格结构变化，但很少有关于价格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具体效应的研究。 本文将三次产业各自的价

格变化特征纳入考察，深入研究三次产业相对价格变化对三次产业拉动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以及

价格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三、 我国三次产业增长的情况以及三次产业相对价格变化情况

（一）三次产业产值增长及其结构变化情况

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我国三次产业都快速增长，并由此引起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根据《中国统

计年鉴》数据（如表 １ 所示），以 １９５２ 年 ＧＤＰ 消胀指数（不变价格）计算，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我国 ＧＤＰ
实际增长 １８５􀆰 ３７ 倍，年平均增长 ８􀆰 ３５％ 。 其中，一产实际增长 ２５􀆰 ２５ 倍，年平均增长 ５􀆰 １７％ ；二产

实际增长 ３４８􀆰 ５７ 倍，年平均增长 ９􀆰 ９４％ ；三产实际增长 ３４８􀆰 ７６ 倍，年平均增长 ９􀆰 ４８％ 。 显然，这
一期间三次产业增长率存在巨大差距。 其实，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期间，除个别年份外，一产基本上都是

实际增长最慢的产业，其年平均增长率远低于 ＧＤＰ。 二产在三个产业中增长最快，三产年增长率

也较快，其年几何平均增长率（９􀆰 １４％ ）甚至比二产（９􀆰 １３％ ）还要高。 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实际 ＧＤＰ
及三次产业实际产值的增长也表现出不同特征。 如表 １ 所示，同改革开放前相比，改革开放后我国

二产增长率略有下降，但一产、三产的增长率大幅度提高，它们几乎比改革开放前高出一倍。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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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产业不平衡增长必然导致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如图 ２ 所示。 １９５２ 年我国产业结构主要以农

业为主，一产 ＧＤＰ 占比为 ５０􀆰 ５％，二产占比仅 ２１􀆰 ８％，三产占比 ２８􀆰 ７％。 １９７８ 年我国产业结构已转

变为二产为主，二产 ＧＤＰ 占比达到 ４７􀆰 ７％，一产占比下降到 ２７􀆰 ７％，三产占比下降为 ２４􀆰 ６％。 改革开

放后，在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化规律作用下，我国一产 ＧＤＰ 占比持续下降，三产占比不断提

高，而二产则出现“倒 Ｕ 型”变化。 ２０１９ 年我国三产占比为 ５３􀆰 ９％ ，二产占比下降到 ３９􀆰 ０％ ，一产

占比仅 ７􀆰 １％ 。 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既有三次产业技术进步不平衡（Ｎｇａｉ ＆ Ｐｉｓｓａｒｉｄｅｓ， ２００７）和资

本深化（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 Ｇｕｅｒｒｉｅｒｉ， ２００８）等供给侧因素的影响，也有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居民收入提高

通过恩格尔效应所产生的需求侧因素的作用（Ｋｏｎｇｓａｍｕ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 另外，要素禀赋结构变化

（Ｊ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和国际贸易（Ｍａｔｓｕｙａｍａ， ２００９）等也可能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化具有重要影响。
表 １ 我国实际 ＧＤＰ 和三次产业实际产值的增长倍数和年均增长率：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①

时间段（年）
按照 ＧＤＰ 消胀指数调整价格 按照各产业上年不变价格计算

ＧＤＰ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增长总倍数（单位：倍）
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１８５􀆰 ３７ ２５􀆰 ２５ ３４８􀆰 ５７ ３４８􀆰 ７６ ８􀆰 ７３ ８９８􀆰 ４６ ２２２􀆰 ６１
１９５２—１９７８ ３􀆰 ７４ １􀆰 ６０ ９􀆰 ８９ ３􀆰 ０６ ０􀆰 ７０ １４􀆰 ２４ ２􀆰 ９４
１９７８—２０１９ ３８􀆰 ２９ ９􀆰 ０９ ３１􀆰 １０ ８５􀆰 １０ ４􀆰 ７３ ５８􀆰 ０２ ５５􀆰 ７７
１９７８—２００２ ７􀆰 ９９ ３􀆰 ３２ ７􀆰 ３７ １４􀆰 ４３ １􀆰 ９０ １１􀆰 ７９ １０􀆰 ６８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１􀆰 ７３ ０􀆰 ８７ １􀆰 ７９ １􀆰 ９３ ０􀆰 ５４ ２􀆰 ００ １􀆰 ８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９ ０􀆰 ６０ ０􀆰 ２５ ０􀆰 ３８ ０􀆰 ９０ ０􀆰 ２９ ０􀆰 ５４ ０􀆰 ７２

年算术平均增长率（单位：％ ）
１９５３—２０１９ ８􀆰 ３５ ５􀆰 １７ ９􀆰 ９４ ９􀆰 ４８ ３􀆰 ５７ １１􀆰 ４４ ８􀆰 ６５
１９５２—１９７８ ６􀆰 ７０ ３􀆰 ９９ １１􀆰 ５５ ６􀆰 １３ ２􀆰 ２９ １２􀆰 ８５ ５􀆰 ８８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 ９􀆰 ４０ ５􀆰 ９１ ８􀆰 ９２ １１􀆰 ６０ ４􀆰 ３８ １０􀆰 ５４ １０􀆰 ４０
１９７９—２００２ ９􀆰 ６２ ６􀆰 ４３ ９􀆰 ３７ １２􀆰 ２６ ４􀆰 ５８ １１􀆰 ３１ １０􀆰 ８４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１０􀆰 ５６ ６􀆰 ５３ １０􀆰 ８２ １１􀆰 ３９ ４􀆰 ３９ １１􀆰 ６３ １０􀆰 ９５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６􀆰 ９８ ３􀆰 ２９ ４􀆰 ６８ ９􀆰 ６４ ３􀆰 ６５ ６􀆰 ３４ ８􀆰 ０９

图 ４　 我国 ＧＤＰ 消胀指数和三次产业

　 　 　 价格指数的变化趋势：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ＣＥＩＣ 原始数据计算得到。

　 　 （二）三次产业不平衡增长和三次产业产品

相对价格的变化

三次产业不平衡增长也使得我国三次产业

产品价格上涨差别巨大，一产、三产价格上涨明

显快于二产，由此导致我国三次产业的相对价格

发生变化。 图 ４ 和表 ２ 表明，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我国

一产价格上涨最快，６７ 年间上涨 ２２􀆰 ３ 倍，年算术

平均上涨率为 ５􀆰 ０５％ ；三产价格上涨约 １４􀆰 ７ 倍，
年平均上涨率为 ４􀆰 ３７％ 。 一产、三产价格年平均

上涨率都高于 ＧＤＰ 消胀指数上涨率（３􀆰 ４７％ ）。
同期二产价格上涨仅 ２􀆰 ３２ 倍，年平均上涨率为

１􀆰 ９４％ 。 另外，改革开放前后不同产业的价格上

涨速度也差异很大。 改革开放前总体价格水平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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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变化不大。 １９５２—１９７８ 年 ＧＤＰ 消胀指数仅上涨 １３％ ，年平均上涨率为 ０􀆰 ４７％ ，其中一产价格

年平均上涨 ２􀆰 ０２％ ，三产年平均上涨 ０􀆰 ５４％ ，二产年平均下降 ０􀆰 ８１％ 。 改革开放后总体价格水平

上涨比改革开放前明显增大。 １９７８—２０１９ 年 ＧＤＰ 消胀指数上涨 ７􀆰 ３２ 倍，年平均上涨 ５􀆰 ３２％ ，其
中一、二、三产业价格年平均上涨率分别为 ６􀆰 ７２％ 、３􀆰 ７６％和 ６􀆰 ５７％ 。 无论改革开放前后，都是一

产价格上涨最快，二产最慢；一产、三产价格上涨快于 ＧＤＰ 消胀指数，二产价格上涨慢于 ＧＤＰ 消胀

指数。 关于我国三次产业价格的不平衡上涨，除了技术方面的原因外，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居民收入

提高通过恩格尔收入效应对服务业产品需求的不断增加，可能也是导致三产价格相对快速上涨的

主要原因之一。 因为根据恩格尔定律，当居民收入提高时，吃穿等基本生活需求型消费支出占比会

逐渐下降，以三产为主的服务享乐型消费性支出占比会不断上升，这就会从需求方面提高三产价

格。 此外，市场摩擦因素通过要素配置的影响（Ｃｈｅｒｅｍｕｋｈ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以及资本深化过程中的

要素价格变化（Ａｌｖａｒｅｚ⁃Ｃｕａｄｒａｄ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等因素，可能也是导致三次产业价格结构变化的重要

原因。 因为随着经济发展中的资本积累，劳动会变得相对稀缺，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 又由于三产

一般是劳动密集型，其成本相对于资本密集型的二产上涨更快，从而三产价格上涨也更快。
表 ２ 我国 ＧＤＰ 消胀指数和三次产业价格指数的上涨情况：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

时间段（年）
价格指数上涨倍数（单位：倍） 年算术平均通货膨胀率（单位：％ ）

ＧＤＰ 一产 二产 三产 ＧＤＰ 一产 二产 三产

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８􀆰 ０９ ２２􀆰 ３ ２􀆰 ３２ １４􀆰 ７ ３􀆰 ４７ ５􀆰 ０５ １􀆰 ９４ ４􀆰 ３７

１９５２—１９７８ ０􀆰 ０９ ０􀆰 ７４ － ０􀆰 ２５ ０􀆰 １８ ０􀆰 ３３ ２􀆰 ２４ － １􀆰 １３ ０􀆰 ６７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 ７􀆰 ３２ １２􀆰 ４ ３􀆰 ４４ １２􀆰 ３ ５􀆰 ３３ ６􀆰 ７２ ３􀆰 ７６ ６􀆰 ５７

１９７９—２００２ ３􀆰 ２１ ４􀆰 ８８ １􀆰 ７３ ４􀆰 ７９ ６􀆰 ３７ ８􀆰 ０５ ４􀆰 ５１ ７􀆰 ８３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０􀆰 ７１ １􀆰 ０３ ０􀆰 ５８ ０􀆰 ７９ ５􀆰 ３６ ７􀆰 ２０ ４􀆰 ７２ ５􀆰 ６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０􀆰 １６ ０􀆰 １２ ０􀆰 ０３ ０􀆰 ２９ ２􀆰 １７ ２􀆰 １１ ０􀆰 ３１ ３􀆰 ９０

　 　 由于 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我国三次产业产品价格不平衡上涨，一产、三产价格上涨远快于二产，因
此，统一按照 ＧＤＰ 消胀指数剔除价格上涨计算所得的各产业产值实际增长率会严重低估二产实际

增长率，高估一产、三产实际增长率。 由表 １ 可知，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按产业自身不变价计算的二产实

际产值增长 ８９８􀆰 ５ 倍，是按 ＧＤＰ 消胀指数剔除价格上涨计算结果（３４８􀆰 ６ 倍）的 ２􀆰 ５８ 倍；按自身不

变价计算的二产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为 １１􀆰 ４％ ，比按 ＧＤＰ 消胀指数剔除价格上涨计算的年增长率高

出 １􀆰 ４６ 个百分点。 同期，按产业自身不变价计算的一产产值实际增长 ８􀆰 ７３ 倍，只有按 ＧＤＰ 消胀

指数剔除价格上涨计算结果（２５􀆰 ２５ 倍）的 ３５％ ，按照前者计算的一产实际年平均增长率比后一方

法计算的结果低 １􀆰 ６ 个百分点。 同期三产按自身不变价计算的实际产值增长 ２２２􀆰 ６ 倍，是按 ＧＤＰ
消胀指数剔除价格上涨计算结果（３４８􀆰 ７６ 倍）的 ６３􀆰 ８％ ，按照前一方法计算的三产实际年平均增

长率比后者低 ０􀆰 ７５ 个百分点。 分析三次产业按照两种不同方法计算的实际增长率之间的差异，对
于理解三次产业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文献中都是以按 ＧＤＰ 消胀指数剔

除价格上涨计算的各产业实际产值增长来估计和测算三次产业拉动实际 ＧＤＰ 增长的百分点和贡献

率。 按照这种方法来评估三次产业对实际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会产生严重偏差。 本文以下分析

将表明，这种传统核算方法会严重高估一、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低估二产的作用和贡献。

四、 如何核算产业增长和产业价格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理论分析

（一）传统核算三次产业贡献率的分解方法

传统核算三次产业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方法其原理如下。 假设经济中有 ｍ 个产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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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ｔ ＝ ∑ｍ

ｉ ＝ １
Ｘ ｉｔ （１）

其中，Ｙ 表示实际 ＧＤＰ，Ｘ ｉ 表示 ｉ 产业的实际产值。 由此可得：

ｇｔ ＝ ∑ｍ

ｉ ＝ １
αｉｔ －１ｇＸｉｔ

（２）

其中，ｇ 表示实际 ＧＤＰ 增长率，ｇＸｉ
表示 ｉ 产业实际产值增长率，αｉ 表示 ｉ 产业产值 ＧＤＰ 占比，ｔ 表示

时间。 因此，ｉ 产业增长拉动实际 ＧＤＰ 增长的百分点 ｇｉＹ及其对 ＧＤＰ 增长率的贡献率 Ｒ ｉ 分别为：
ｇｉＹ
ｔ ＝ αｉｔ －１ｇＸｉｔ

＝ （Ｘ ｉｔ － Ｘ ｉｔ －１） ／ Ｙｔ －１ （３）
Ｒ ｉ

ｔ ＝ ｇｉＹ
ｔ ／ ｇｔ ＝ αｉｔ －１ｇＸｉｔ

／ ｇｔ，　 ｉ ＝ １，２，３ （４）
　 　 可以证明，这一方法暗含了各产业相对价格结构不变的假设。

（二）如何核算价格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种新的经济增长分解方法

考虑一般情形，假设：

Ｐ ｔＹｔ ＝ ∑ｍ

ｉ ＝ １
Ｐ ｉｔｘｉｔ （５）

其中，Ｐ 表示 ＧＤＰ 消胀指数，ｘｉ 表示以自身不变价格计算的 ｉ 产业实际产值，Ｐ ｉ 表示 ｉ 产业价格指

数，其他字母含义同上。 由（５）式可得：

（Ｐ ｔＹｔ） ／ （Ｐ ｔ －１Ｙｔ －１） ＝ ∑ｍ

ｉ ＝ １
（Ｐ ｉｔｘｉｔ） ／ （Ｐ ｔ －１Ｙｔ －１） （６）

　 　 令 πｔ ＝ （Ｐ ｔ － Ｐ ｔ － １） ／ Ｐ ｔ － １表示 ＧＤＰ 消胀指数增长率，πｉｔ ＝ （Ｐ ｉｔ － Ｐ ｉｔ － １） ／ Ｐ ｉｔ － １表示 ｉ 产业价格指

数增长率，ｇｔ ＝ （Ｙｔ － Ｙｔ － １） ／ Ｙｔ － １表示实际 ＧＤＰ 增长率，ｇｉｔ ＝ （ｘｉｔ － ｘｉｔ － １） ／ ｘｉｔ － １表示 ｘｉ 的增长率。 由

（６）式可得：

ｇｔ ＝ ∑ｍ

ｉ ＝ １
αｉｔ －１ｇｉｔ ＋ ∑ｍ

ｉ ＝ １
αｉｔ －１（πｉｔ － πｔ） ＋ ∑ｍ

ｉ ＝ １
αｉｔ －１（πｉｔｇｉｔ － πｔｇｔ）

＝ ∑ｍ

ｉ ＝ １
［αｉｔ －１ｇｉｔ ＋ αｉｔ －１（πｉｔ － πｔ） ＋ αｉｔ －１（πｉｔｇｉｔ － πｔｇｔ）］ （７）

　 　 （７）式中第一个等式表明，实际 ＧＤＰ 增长率可分解为三部分：第一部分（Σｍ
ｉ ＝ １αｉｔ － １ｇｉｔ）为各产业

实际产值增长所拉动的实际 ＧＤＰ 增长。 为考察其经济学含义，不妨假设各产业相对价格不变（即
βｉ ＝ Ｐ ｉｔ ／ Ｐ ｔ 保持不变），且各产业实际产值存在增长。 由于：

Ｙｔ ＝ ∑ｍ

ｉ ＝ １
（Ｐ ｉｔ ／ Ｐ ｔ）ｘｉｔ ＝ ∑ｍ

ｉ ＝ １
βｉｘｉｔ

其中，βｉ ＝ Ｐ ｉｔ ／ Ｐ ｔ 表示 ｉ 产业的相对价格系数。 由此可得：

ｇＹｔ ＝ ∑ｍ

ｉ ＝ １
（Δｘｉｔ ／ ｘｉｔ －１）（ｘｉｔ －１βｉ ／ Ｙｔ －１） ＝ ∑ｍ

ｉ ＝ １
αｉｔ －１ｇｉｔ （８）

　 　 这表明，如果各产业相对价格不变，分解结果同传统方法一样。 以下把 αｉｔ － １ｇｉｔ称为 ｉ 产业实际

产值增长拉动实际 ＧＤＰ 增长的效应，简称为 ｉ 产业增长效应，称 Σｍ
ｉ ＝ １αｉｔ － １ｇｉｔ为产业增长总效应。

第二部分（∑ｍ
ｉ ＝ １αｉｔ － １（πｉｔ － πｔ））是各产业价格变化率不同导致各产业相对价格变化而带来的

实际 ＧＤＰ 变化。 这部分只同各产业的相对价格变化有关。 为考察其经济学含义，不妨假设各产业

实际产值不变（即 ｘｉｔ ＝ 􀭰ｘｉ），但各产业实际产值不相等，且各产业相对价格（即 βｉｔ）发生变化。 由此，
实际 ＧＤＰ 变化为 ΔＹｔ≡Ｙｔ － Ｙｔ － １ ＝∑ｍ

ｉ ＝ １
􀭰ｘｉΔβｉｔ，进一步可得：

ｇＹｔ ＝ ∑ｍ

ｉ ＝ １
（􀭰ｘｉΔβｉｔ ／ Ｙｔ －１） ＝ ∑ｍ

ｉ ＝ １
αｉｔ －１（Δβｉｔ ／ βｉｔ －１） ＝ ∑ｍ

ｉ ＝ １
αｉｔ －１（πｉｔ － πｔ） （９）

　 　 即各产业相对价格变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正好就是∑ｍ
ｉ ＝ １αｉｔ － １（πｉｔ － πｔ）。 以下称∑ｍ

ｉ ＝ １αｉｔ － １

（πｉｔ － πｔ）为价格结构变化对实际 ＧＤＰ 增长的效应，简称为价格结构变化效应。 各产业产品相对

价格变化所带来的价格结构变化效应也可以分解到各产业中去（如（７）式中的第二个等式所示）。
其中 ｉ 产业相对价格变化效应为 αｉｔ － １（πｉｔ － πｔ），它表示如果 ｉ 产业价格上涨率快于总价格上涨率，
则该产业价格变化将使得整个经济实际 ＧＤＰ 增加，其实际增长百分点等于该产业价格上涨率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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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经济通货膨胀率之差（πｉｔ － πｔ）乘以该产业上一期的名义产值占比 αｉｔ － １。 以下称 αｉｔ － １（πｉｔ － πｔ）
为 ｉ 产业相对价格变化效应。 由于总价格指数等于各产业价格水平的加权平均，所以，一定有一些

产业价格上涨快于总价格水平，另一些产业价格上涨慢于总价格水平。 价格上涨快于总价格上涨

的产业其相对价格变化效应为正；价格上涨慢于总价格上涨的产业则为负。 如果价格上涨快的产

业在经济中的产值占比很大，则其相对价格变化效应在绝对值上就可能超过价格上涨慢的产业，整
个经济中的价格结构变化效应就会为正效应；反之，价格结构变化效应就可能为负。

第三部分（∑ｍ
ｉ ＝ １αｉｔ － １（πｉｔｇｉｔ － πｔｇｔ））是整个经济中所有产业的价格结构变化和实际产值变化

交互作用所带来的实际 ＧＤＰ 增长。 以下称为产业增长和价格结构变化交叉作用对经济增长的效

应，简称增长价格交叉效应，称 αｉｔ － １（πｉｔｇｉｔ － πｔｇｔ）为 ｉ 产业的增长价格交叉效应。 通过观察可知，
只要一个产业的价格变化率和产值增长率中任何一个为 ０，则该产业的增长价格交叉效应就等于 ０。
如果整个经济中所有产业的产值增长率为 ０ 或者相对价格系数的变化率为 ０，则整个经济中的增长价

格交叉总效应为 ０。 通过简单分析还可以证明，如果价格结构效应为 ０（即∑ｍ
ｉ ＝１αｉｔ －１（πｉｔ － πｔ） ＝ ０）则

增长价格交叉效应也等于 ０。 当核算年度经济增长率时，（７）式中第一个等式的最后一项（即∑ｍ
ｉ ＝ １

αｉｔ － １（πｉｔｇｉｔ － πｔｇｔ））相对前面两项来说都是高阶项。 由此，在进行年度实际 ＧＤＰ 增长率核算时，通
过省略高阶项可得：

ｇｔ ＝ ∑ｍ

ｉ ＝ １
αｉｔ －１（πｉｔ － πｔ） ＋ ∑ｍ

ｉ ＝ １
αｉｔ －１ｇｉｔ （１０）

　 　 通过分析现实经济中的增长价格交叉效应，可以验证前文所讲的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的鲍莫

尔效应及其所带来鲍莫尔成本病，即在经济增长及其结构转型过程中，技术进步快从而产值增长率

快的产业其价格水平会相对下降，而技术进步比较慢从而产值增长慢的产业价格水平会相对提高，
这种价格变化会阻碍长期经济增长。 根据前面的数据分析可知，在我国 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的经济增长

过程中，确实是产值增长最快的二产价格水平上涨最慢，而产值增长比较慢的一产、三产价格水平

上涨都比较快。 鲍莫尔效应成本病意味着在长期增长过程中，价格相对下降而产值增长率比较大

的二产的增长价格交叉效应为负，而增长率比较小且价格相对上升的一产、三产的增长价格交叉效

应为正，且前者的效应要大于后者。 因此，长期来看，增长价格交叉总效应（∑ｍ
ｉ ＝ １ αｉｔ － １ （πｉｔ ｇｉｔ －

πｔｇｔ））应该为负，且绝对值非常大。 本文后面的分析确实发现，我国 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的长期经济增

长中，增长价格交叉总效应（∑ｍ
ｉ ＝ １αｉｔ － １（πｉｔｇｉｔ － πｔｇｔ））为负且绝对值非常大。 这一定程度上验证了

鲍莫尔成本病会阻碍长期经济增长的结论。
同传统方法一样，根据（７）式，可以核算出 ｉ 产业实际产值增长对实际 ＧＤＰ 增长的贡献率 Ｒ ｉ

和价格结构变化对实际 ＧＤＰ 增长的贡献率 ＲＣ 分别为：

Ｒ ｉ
ｔ ＝ ｇｉＹ

ｔ ／ ｇＹ
ｔ ＝ αｉ

ｔ －１ｇｉ
ｔ ／ ｇＹ

ｔ ，　 ＲＣ
ｔ ＝ ∑ｍ

ｉ ＝ １
αｉｔ －１（πｉｔ － πｔ） ／ ｇＹ

ｔ （１１）

　 　 最后，如果把价格结构效应和增长价格交叉效应分解到各个产业中，可以从理论上讨论两种分

解方法之间的关系。 根据（７）式的第二个等式，可以把产业增长效应、价格变化效应和增长价格交

叉相应分解到各个产业中去。 由此，在新分解方法下，ｉ 产业的总效应为：
􀭹ｇｉＹ
ｔ ＝ αｉｔ －１ｇｉｔ ＋ αｉｔ －１（πｉｔ － πｔ） ＋ αｉｔ －１（πｉｔｇｉｔ － πｔｇｔ） （１２）

　 　 不难证明，新分解方法同传统方法下 ｉ 产业的总效应差距为：
􀭹ｇｉＹ
ｔ － ｇｉＹ

ｔ ＝ αｉｔ －１πｔ（ｇＸｉｔ
－ ｇｔ） （１３）

五、 我国三次产业增长和产业价格结构变化对实际 ＧＤＰ 增长的贡献率

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新中国 ５０ 年统计资料汇编》和 ＣＥＩＣ 数

据库。 首先，从 ＣＥＩＣ 数据库中可获得 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我国名义 ＧＤＰ 和三次产业名义产值的数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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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根据这些数据，可计算出 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三次产业产值 ＧＤＰ 占比（αｉｔ）的数据，如图 ２ 所示。
从《中国统计年鉴》（历年）和《新中国 ５０ 年统计资料汇编》可获得 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我国 ＧＤＰ 实际

增长率（ｇｔ）的数据。 利用 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 ＧＤＰ 实际增长率数据（ｇｔ）和 １９５２ 年名义 ＧＤＰ 数据，可
以计算出 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我国实际 ＧＤＰ 数据（Ｙｔ），并利用实际 ＧＤＰ 乘以各产业的 ＧＤＰ 占比计算

出以 ＧＤＰ 消胀指数剔除价格上涨的各产业的实际产值数据（Ｘ ｉｔ ）。 利用三次产业的实际产值

（Ｘ ｉｔ）数据，可以计算出我国 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三产产值实际增长率（ｇＸｉｔ）的数据，如图 １ 所示。 其

次，从《中国统计年鉴》（历年）和《新中国 ５０ 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可获得 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我国 ＧＤＰ
实际增长率（ｇｔ）和三次产业按各产业上年不变价格计算实际产值增长率（ｇｉｔ）的数据，并利用通

货膨胀率等于名义增长率减去实际增长率，计算出 １９５３—２０１９ 年 ＧＤＰ 消胀指数上涨率（πｔ）和

三次产业价格上涨率（πｉｔ）的数据，如图 ３ 所示。 此外，通过 ＧＤＰ 和三次产业的名义值除以实际

值，可以获得 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我国 ＧＤＰ 消胀指数和三次产业价格指数的数据，如图 ４ 所示。
（一）三次产业增长对实际 ＧＤＰ 增长率的贡献：不考虑价格结构变化的传统核算方法

本节先利用传统核算方法———（３）—（４）式对 １９５３—２０１９ 年我国实际 ＧＤＰ 增长率进行产业

分解。 图 ５ 显示了这一期间三次产业增长拉动实际 ＧＤＰ 增长的百分点，图 ６ 显示了同期三次产业

对实际 ＧＤＰ 增长的贡献率。 由图 ５—图 ６ 可知，绝大多数年份中，二产对实际 ＧＤＰ 增长的贡献率

都大于一产；改革前三产的贡献小于二产和一产，改革后三产的贡献大于一产，１９９７ 年后甚至大于

二产；近年来二产的贡献率在下降，三产作用明显增强。

图 ５　 传统方法核算的三次产业增长拉动实际　 　 　 　 　 图 ６　 传统方法核算的三次产业增长对　
　 　 ＧＤＰ 增长的百分点：１９５３—２０１９ 年　 　 　 　 　 　 　 ＧＤＰ 增长的贡献率：１９５３—２０１９ 年

　 　 注：图 ６ 相关数据由作者计算所得。 由于 １９６０ 年我国经济增长率非常低，三次产业贡献的增长点有正有负，这使得

贡献率出现了非常大的数值。 为不影响视图整体效果，图 ６ 中把 １９６０ 年各分项的贡献率都设定为 ０。

表 ３ 给出了不同时期三次产业增长拉动实际 ＧＤＰ 增长的总倍数和年平均增长率的情况。 由

表 ３ 可知，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一产拉动实际 ＧＤＰ 增长 １２􀆰 ７５ 倍，其贡献率为 ６􀆰 ８８％ ；二产拉动实际

ＧＤＰ 增长 ７２􀆰 ７２ 倍，贡献率为 ３９􀆰 ０７％ ；三产拉动 ＧＤＰ 增长 １００􀆰 １９ 倍，贡献率为 ５４􀆰 ０５％ 。 根据传

统方法核算结果，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三产贡献率最大，二产次之，一产贡献率不到 １０％ 。 不过，按照总

倍数核算三次产业对 ＧＤＰ 增长贡献的方法只考虑了期初和期末产业结构变化对总倍数的影响，没
有考虑中间过程的影响，也无法体现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 为此，表 ３ 给出了同一时期

三次产业拉动实际 ＧＤＰ 年算术平均实际增长率的核算结果。 由表 ３ 可知，这期间一产拉动实际

ＧＤＰ 年平均增长 １􀆰 ３３ 个百分点，它对 ＧＤＰ 年平均增长率的贡献率为 １３􀆰 ６２％ ；二产拉动实际

ＧＤＰ 年平均增长 ３􀆰 ８１ 个百分点，贡献率为 ４７􀆰 １７％ ；三产拉动 ＧＤＰ 年平均增长 ３􀆰 ２１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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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率为 ３７􀆰 ７１％ 。 因此，如果考虑短期经济波动的影响，三产贡献率有所下降，一、二产业则有

所提高。 这主要是由于三次产业年增长率同 ＧＤＰ 年增长率相关性的正负差异不同所造成。 总

之，在传统核算方法下，如果从年度增长率来看，二产仍是拉动我国实际 ＧＤＰ 年增长的主要力

量，但改革开放后三产也是拉动 ＧＤＰ 增长的最主要力量之一，且 １９９７ 年之后开始逐渐成为拉动

我国经济年度增长的最大力量。
表 ３ 各产业拉动我国 ＧＤＰ 增长的情况和贡献率：不考虑价格变化

时间段（年） ＧＤＰ 一产 二产 三产 ＧＤＰ 一产 二产 三产

产业增长拉动 ＧＤＰ 增长的倍数（单位：倍） 产业增长对 ＧＤＰ 增长倍数的贡献率（单位：％ ）

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１８５􀆰 ３７ １２􀆰 ７５ ７２􀆰 ４２ １００􀆰 １９ １００ ６􀆰 ８８ ３９􀆰 ０７ ５４􀆰 ０５

１９５２—１９７８ ３􀆰 ７４ ０􀆰 ８１ ２􀆰 ０６ ０􀆰 ８８ １００ ２１􀆰 ５９ ５４􀆰 ９１ ２３􀆰 ５０

１９７８—２０１９ ３８􀆰 ２９ ２􀆰 ５２ １４􀆰 ８４ ２０􀆰 ９４ １００ ６􀆰 ５７ ３８􀆰 ７４ ５４􀆰 ６８

１９７８—２００２ ７􀆰 ９９ ０􀆰 ９２ ３􀆰 ５２ ３􀆰 ５５ １００ １１􀆰 ５０ ４４􀆰 ０４ ４４􀆰 ４６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１􀆰 ７３ ０􀆰 １２ ０􀆰 ７９ ０􀆰 ８２ １００ ６􀆰 ６９ ４５􀆰 ９９ ４７􀆰 ３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９ ０􀆰 ６０ ０􀆰 ０２ ０􀆰 １７ ０􀆰 ４１ １００ ３􀆰 ８０ ２８􀆰 ２９ ６７􀆰 ９１

产业增长拉动 ＧＤＰ 增长的年算术平均百分点 产业增长对 ＧＤＰ 年增长率的贡献率（单位：％ ）

１９５３—２０１９ ８􀆰 ３５ １􀆰 ３３ ３􀆰 ８１ ３􀆰 ２１ １００ １３􀆰 ６２ ４７􀆰 １７ ３７􀆰 ７１

１９５３—１９７８ ６􀆰 ７０ １􀆰 ５７ ３􀆰 ５３ １􀆰 ６０ １００ １３􀆰 ０８ ５８􀆰 ７３ ２４􀆰 ３４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 ９􀆰 ４０ １􀆰 １８ ３􀆰 ９９ ４􀆰 ２２ １００ １３􀆰 ９７ ３９􀆰 ８５ ４６􀆰 １８

１９７８—２００２ ９􀆰 ６２ １􀆰 ６５ ４􀆰 １７ ３􀆰 ８０ １００ １９􀆰 ９０ ４０􀆰 ３９ ３９􀆰 ７１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１０􀆰 ５６ ０􀆰 ７０ ５􀆰 ０１ ４􀆰 ８５ １００ ６􀆰 ７７ ４６􀆰 ９６ ４６􀆰 ２７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６􀆰 ９８ ０􀆰 ２７ １􀆰 ９４ ４􀆰 ７７ １００ ３􀆰 ９０ ２７􀆰 ８５ ６８􀆰 ２５

　 　 注：相关数据来源由作者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得到。 倍数和年平均增长率贡献率存在差异主要缘于年几何平均增长率和年算

术平均增长率间的差异。

（二）价格结构变化如何影响三次产业增长对实际 ＧＤＰ 增长率的贡献

为分析相对价格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分解的影响，本小节利用（７）式和（１０）式对经济增长率

进行分解。 图 ７ 显示了 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三次产业增长效应、价格结构变化效应以及增长价格交叉效

应拉动我国实际 ＧＤＰ 增长的百分点，图 ８ 显示了不同效应对实际 ＧＤＰ 增长的贡献率。 表 ４ 则给出

了不同时期三次产业增长效应、价格结构变化效应和增长价格交叉效应拉动我国实际 ＧＤＰ 增长的

情况。
１． 各种效应拉动我国实际 ＧＤＰ 增长的情况

由图 ７ 和图 ８ 可知，考虑价格结构变化效应后，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二产、三产增长效应仍是拉动

ＧＤＰ 增长的主要力量，一产增长效应、价格结构变化效应和增长价格交叉效应都很小。 同时，正如

理论分析所预测，每年的增长价格交叉效应非常小，几乎都在 ０ 附近。 此外，虽然价格结构变化效

应本身不大，但是否考虑价格结构变化对核算三次产业增长对实际 ＧＤＰ 增长的贡献率影响非常

大。 具体来看，首先，１９５３—２０１９ 年我国实际 ＧＤＰ 的年算术平均增长率为 ８􀆰 ３５％ ，其中二产增长

效应为 ４􀆰 ４２ 个百分点，贡献率为 ５３􀆰 ０％ ；三产增长效应为 ２􀆰 ９１ 个百分点，贡献率为 ３４􀆰 ８％ ，二产、
三产增长效应的贡献率之和为 ８７􀆰 ８％ ；一产增长效应为 ０􀆰 ９１ 个百分点，贡献率为 １０􀆰 ９％ 。 改革开

放前后各产业的贡献有所变化，改革前二产的贡献率更高，达到 ５９􀆰 １％ ，三产为 ２３􀆰 １％ ，两者之和

为 ８２􀆰 ２％ ，一产仅为 １４􀆰 ７％ ；改革后二产贡献率为 ５０􀆰 ２％ ，三产为 ４０􀆰 １％ ，两者之和到达 ９０％ ，一
产贡献率下降到 ９􀆰 １％ 。 通过 １９５３—１９７８ 年、１９７９—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这四

个时期的比较可知，二产和一产贡献率在逐渐下降，三产在逐渐上升。 其次，总价格结构变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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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对经济增长影响很小。 １９５３—２０１９ 年价格结构变化效应仅拉动实际 ＧＤＰ 年平均增长 ０􀆰 １０ 个

百分点，对 ＧＤＰ 年平均增长率的贡献率只有 １􀆰 １６％ ，且多数年份的价格结构变化效应都为正。 第

三，增长价格交叉效应拉动实际 ＧＤＰ 年平均增长 ０􀆰 ０２ 个百分点，贡献率为 ０􀆰 ２２％ 。 因此，就对年

平均增长率的短期影响来看，这一期间三次产业相对价格变化并没有阻碍经济增长，而是促进了经

济增长，尽管这种促进效应很小。 不过，这一结果主要是改革开放前的价格行为所导致。 最后，值
得注意的是，从表 ４ 中所划分的四个时期来看，前三个时期价格结构变化效应基本都为正，且呈现

逐渐下降趋势，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已经变成负效应；增长价格交叉效应改革开放前为正，改革开放后整

个时期以及前两个时间段都为负，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变为正。

图 ７　 价格结构变化效应和三次产业增长效应拉动　 　 　 　 图 ８　 考虑价格结构变化后各种效应对　
　 　 　 　 ＧＤＰ 增长的百分点：１９５３—２０１９ 年　 　 　 　 　 　 ＧＤＰ 增长率的贡献率：１９５３—２０１９ 年

　 　 注：图 ７ 原始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 ＣＥＩＣ 数据库，此处数据由作者根据原始数据计算所得。 相关数据由作

者计算所得。 由于 １９６０ 年经济增长率非常低，三次产业拉动 ＧＤＰ 的增长点有正有负，这使得当年的贡献率数值非常

大。 为不影响视图整体效果，图中把 １９６０ 年各分项的贡献都设定为 ０。

表 ４ 各种效应对我国 ＧＤＰ 增长贡献的年平均百分点和贡献率：１９５３—２０１９ 年

时间段（年）
第一产业

增长效应

第二产业

增长效应

第三产业

增长效应

价格结构

变化效应

增长价格

交叉效应

合计：
ＧＤＰ

各种效应对 ＧＤＰ 增长贡献的年平均百分点

１９５３—２０１９ ０􀆰 ９１ ４􀆰 ４２ ２􀆰 ９１ ０􀆰 １０ ０􀆰 ０２ ８􀆰 ３５

１９５３—１９７８ ０􀆰 ９９ ３􀆰 ９６ １􀆰 ５５ ０􀆰 １４ ０􀆰 ０７ ６􀆰 ７０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 ０􀆰 ８６ ４􀆰 ７２ ３􀆰 ７７ ０􀆰 ０７ － ０􀆰 ０１ ９􀆰 ４０

１９７９—２００２ １􀆰 １７ ５􀆰 ０４ ３􀆰 ３２ ０􀆰 １１ － ０􀆰 ０２ ９􀆰 ６２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０􀆰 ４８ ５􀆰 ３９ ４􀆰 ６６ ０􀆰 ０４ － ０􀆰 ０１ １０􀆰 ５６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０􀆰 ３０ ２􀆰 ６７ ４􀆰 ０３ － ０􀆰 ０３ ０􀆰 ０１ ６􀆰 ９８

各种效应对 ＧＤＰ 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单位：％ ）

１９５３—２０１９ １０􀆰 ８５ ５２􀆰 ９７ ３４􀆰 ８０ １􀆰 １６ ０􀆰 ２２ １００

１９５３—１９７８ １４􀆰 ７１ ５９􀆰 ０７ ２３􀆰 １３ ２􀆰 ０５ １􀆰 ０４ １００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 ９􀆰 １１ ５０􀆰 ２１ ４０􀆰 ０７ ０􀆰 ７６ － ０􀆰 １５ １００

１９７９—２００２ １２􀆰 ２１ ５２􀆰 ３６ ３４􀆰 ４８ １􀆰 １７ － ０􀆰 ２２ １００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４􀆰 ５４ ５１􀆰 ０５ ４４􀆰 １０ ０􀆰 ４２ － ０􀆰 １１ １００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４􀆰 ３３ ３８􀆰 ２１ ５７􀆰 ７７ － ０􀆰 ４４ ０􀆰 １４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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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三次产业价格变化拉动我国实际 ＧＤＰ 增长的情况

图 ９ 把价格结构变化效应分解为三次产业各自的相对价格变化效应，表 ５ 显示了不同时期三

次产业相对价格变化效应拉动实际 ＧＤＰ 年增长的具体情况。 由图 ９ 和表 ５ 可知，首先，二产价格

图 ９　 三次产业价格变化拉动 ＧＤＰ
增长的百分点：１９５３—２０１９ 年

变化效应基本都为负。 １９５３—２０１９ 年二产价格变

化使得实际 ＧＤＰ 年平均增长率下降 ０􀆰 ６１ 个百分

点，其中改革开放前下降 ０􀆰 ４７ 个百分点，改革后

下降 ０􀆰 ６９ 个百分点，改革开放后的 １９７８—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分别下降 ０􀆰 ８３
个、０􀆰 ３６ 个和 ０􀆰 ６８ 个百分点。 其次，一产价格变

化效应基本都为正。 １９５３—２０１９ 年一产价格变化

使得实际 ＧＤＰ 年平均增长率提高 ０􀆰 ４３ 个百分点，
其中改革开放前提高 ０􀆰 ５９ 个百分点，改革开放后

提高 ０􀆰 ３３ 个百分点，改革开放后的 １９７８—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分别提高 ０􀆰 ４９ 个和 ０􀆰 ２２ 个百

分点，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降低 ０􀆰 ０３ 个百分点。 最后，
三产价格变化效应也都为正，且改革开放前后变化比较大。 １９５３—２０１９ 年三产价格变化使得实际

ＧＤＰ 年平均增长率提高 ０􀆰 ２７ 个百分点，其中改革开放前提高仅 ０􀆰 ０２ 个百分点，改革开放后提高

０􀆰 ４３ 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后的 １９７８—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分别提高 ０􀆰 ４６ 个、
０􀆰 １８ 个和 ０􀆰 ６８ 个百分点。 之所以一产、三产相对价格变化效应为正，二产相对价格变化效应为

负，主要是因为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二产技术进步最快，一产、三产技术进步较慢，从而二产价

格下降，一产、三产价格上升。 因此，本文分析再次验证了我国存在鲍莫尔效应。
表 ５ 不同时期三次产业的相对价格变化效应

时间段（年）
价格变化拉动实际 ＧＤＰ 增长年平均百分点

总效应 一产 二产 三产

１９５３—２０１９ ０􀆰 ０９７ ０􀆰 ４３３ － ０􀆰 ６０５ ０􀆰 ２６９

１９５３—１９７８ ０􀆰 １３７ ０􀆰 ５８９ － ０􀆰 ４７１ ０􀆰 ０１９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 ０􀆰 ０７２ ０􀆰 ３３４ － ０􀆰 ６９０ ０􀆰 ４２７

１９７９—２００２ ０􀆰 １１３ ０􀆰 ４８７ － ０􀆰 ８３０ ０􀆰 ４５６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０􀆰 ０４５ ０􀆰 ２２４ － ０􀆰 ３５８ ０􀆰 １７９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 ０􀆰 ０３１０ － ０􀆰 ０３１１ － ０􀆰 ６８４１ ０􀆰 ６８４２

　 　 ３． 价格结构变化如何影响三次产业增长拉动我国实际 ＧＤＰ 增长的情况

表 ６ 进一步显示了两种经济增长率分解方法下三次产业增长拉动实际 ＧＤＰ 增长的对比情况。
由表 ６ 可知，首先，相对于不考虑价格变化的传统分解方法而言，在考虑价格结构变化的新分解方

法下，二产拉动实际 ＧＤＰ 增长的百分点及其贡献率都明显提高，一产、三产拉动实际 ＧＤＰ 增长的

百分点及其贡献率都明显降低。 １９５３—２０１９ 年期间，在传统核算方法下，二产拉动实际 ＧＤＰ 年平

均增长 ３􀆰 ８７ 个百分点，在新核算方法下，二产拉动的增长为 ４􀆰 ５３ 个百分点。 忽视价格结构变化的

影响使得二产增长效应低估 ０􀆰 ６５ 个百分点，使得一产、三产增长效应分别高估 ０􀆰 ４６ 个和 ０􀆰 ３０ 个

百分点。 其次，价格结构变化对二产、三产增长效应的影响改革开放后要比改革前大得多，对一产

增长效应的影响则改革开放前后都比较大，且变化不太大。 如果忽视价格结构变化的影响，改革开

放前会使得二产增长效应低估 ０􀆰 ４４ 个百分点，一产和三产增长则分别高估 ０􀆰 ５７ 个和 ０􀆰 ０３ 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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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改革开放后会使得二产增长效应低估 ０􀆰 ７９ 个百分点，一产、三产分别高估 ０􀆰 ３９ 个和 ０􀆰 ４７ 个百

分点。 第三，同三次产业价格变化效应的变化趋势一样，相对价格变化对一产增长效应的影响逐渐

减少，对三产增长效应的影响不断增大，对二产增长效应的影响则呈现倒 Ｕ 型变化。 最后，虽然价

格结构变化效应本身不大，但如果忽略相对价格变化的影响，二产增长效应会被严重低估，一产、三
产增长效应会被高估。
表 ６ 价格结构变化对三次产业增长拉动实际 ＧＤＰ 增长年平均百分点的影响

时间段（年）
不考虑价格变化 考虑价格变化 不考虑价格变化的高估值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１９５３—２０１９ １􀆰 ３３ ３􀆰 ８１ ３􀆰 ２１ ０􀆰 ９１ ４􀆰 ４２ ２􀆰 ９１ ０􀆰 ４３ － ０􀆰 ６１ ０􀆰 ３０

１９５３—１９７８ １􀆰 ５７ ３􀆰 ５３ １􀆰 ６０ ０􀆰 ９９ ３􀆰 ９６ １􀆰 ５５ ０􀆰 ５８ － ０􀆰 ４３ ０􀆰 ０５

１９７９—２０１９ １􀆰 １８ ３􀆰 ９９ ４􀆰 ２２ ０􀆰 ８６ ４􀆰 ７２ ３􀆰 ７７ ０􀆰 ３３ － ０􀆰 ７３ ０􀆰 ４６

１９７８—２００２ １􀆰 ６５ ４􀆰 １７ ３􀆰 ８０ １􀆰 １７ ５􀆰 ０４ ３􀆰 ３２ ０􀆰 ４８ － ０􀆰 ８７ ０􀆰 ４９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０􀆰 ７０ ５􀆰 ０１ ４􀆰 ８５ ０􀆰 ４８ ５􀆰 ３９ ４􀆰 ６６ ０􀆰 ２２ － ０􀆰 ３８ ０􀆰 ２０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０􀆰 ２７ １􀆰 ９４ ４􀆰 ７７ ０􀆰 ３０ ２􀆰 ６７ ４􀆰 ０３ － ０􀆰 ０３ － ０􀆰 ７３ ０􀆰 ７４

　 　 ４． 不同时期各种效应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

为了分析增长的累积效应和经济波动对各种效应的影响，本部分运用（７）式和（１０）式核算了

１９５３—２０１９ 年以及不同期间 ＧＤＰ 实际增长倍数的分解情况。 表 ７ 显示，如果考虑价格结构变化的

影响，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二产增长拉动实际 ＧＤＰ 增长 １８６􀆰 ６８ 倍，折算为年几何平均增长率为 ８􀆰 １３％ ，
远远大于不考虑价格结构变化时的倍数（７２􀆰 ４２ 倍）；二产对实际 ＧＤＰ 增长倍数的贡献率为

１００􀆰 ７％ ，比不考虑价格结构变化时（３９􀆰 １％ ）提高了 ６１ 个百分点。 同一时期三产增长拉动实际

ＧＤＰ 增长 ６３􀆰 ９５ 倍，年几何平均增长率为 ６􀆰 ４３％ ，拉动的倍数比不考虑价格结构变化时（１００􀆰 １９
倍）下降了 ３６􀆰 ６％ ；其贡献率为 ３４􀆰 ５％ ，比不考虑价格结构变化时（５４􀆰 １％ ）下降了近 １９􀆰 ６ 个百分

点。 一产拉动实际 ＧＤＰ 增长的倍数仅 ４􀆰 ４１ 倍，年几何平均增长率为 ２􀆰 ５５％ ，增长倍数只相当于不

考虑价格结构变化时（１２􀆰 ７５ 倍）的 ３４􀆰 ６％ ；其贡献率从 ６􀆰 ８８％下降到 ２􀆰 ４０％ 。 另外，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价格结构变化效应使得实际 ＧＤＰ 增长 ６􀆰 ９９ 倍，年几何平均增长率为 ３􀆰 １５％ ，对实际 ＧＤＰ 增长

的贡献率为 ３􀆰 ８％ 。 由于在增长过程中，价格下降最快的二产其实际增长率也最大，增长价格交叉

效应使得实际 ＧＤＰ 下降 ７６􀆰 ６６ 倍，年几何平均增长率为 － ６􀆰 ７１％ ，这一效应对实际 ＧＤＰ 增长的贡

献率为 － ４１􀆰 ４％ 。 这一估计结果表明，长期来看鲍莫尔成本病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效应非

常大。
表 ７ 各种效应对我国 ＧＤＰ 增长贡献的倍数和贡献率：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

时间段（年）
第一产业

增长效应

第二产业

增长效应

第三产业

增长效应

价格结构

变化效应

价格增长

交叉效应
ＧＤＰ

各种效应对 ＧＤＰ 增长贡献的倍数（单位：倍）

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４􀆰 ４１ １８６􀆰 ６８ ６３􀆰 ９５ ６􀆰 ９９ － ７６􀆰 ６６ １８５􀆰 ３７

１９５２—１９７８ ０􀆰 ３５ ２􀆰 ９６ ０􀆰 ８４ ０􀆰 ２５ － ０􀆰 ６６ ３􀆰 ７４

１９７８—２０１９ １􀆰 ３１ ２７􀆰 ６８ １３􀆰 ７２ ０􀆰 ８２ － ５􀆰 ２４ ３８􀆰 ２９

１９７８—２００２ ０􀆰 ５３ ５􀆰 ６２ ２􀆰 ６３ ０􀆰 １８ － ０􀆰 ９７ ７􀆰 ９９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０􀆰 ０７ ０􀆰 ８９ ０􀆰 ７７ ０􀆰 ０２ － ０􀆰 ０３ １􀆰 ７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９ ０􀆰 ０３ ０􀆰 ２４ ０􀆰 ３３ －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１ ０􀆰 ６０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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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７

时间段（年）
第一产业

增长效应

第二产业

增长效应

第三产业

增长效应

价格结构

变化效应

价格增长

交叉效应
ＧＤＰ

各种效应对 ＧＤＰ 增长的贡献率（单位：％ ）

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２􀆰 ４ １００􀆰 ７ ３４􀆰 ５ ３􀆰 ８ － ４１􀆰 ４ １００􀆰 ０

１９５２—１９７８ ９􀆰 ４ ７９􀆰 ０ ２２􀆰 ６ ６􀆰 ７ － １７􀆰 ７ １００􀆰 ０

１９７８—２０１９ ３􀆰 ４ ７２􀆰 ３ ３５􀆰 ８ ２􀆰 ２ － １３􀆰 ７ １００􀆰 ０

１９７８—２００２ ６􀆰 ６ ７０􀆰 ４ ３２􀆰 ９ ２􀆰 ３ － １２􀆰 ２ １００􀆰 ０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４􀆰 １ ５１􀆰 ５ ４４􀆰 ５ １􀆰 ３ － １􀆰 ５ １００􀆰 ０

２０１２—２０１９ ４􀆰 ３ ４０􀆰 ５ ５４􀆰 ５ － ０􀆰 ６ １􀆰 ３ １００􀆰 ０

　 　 其次，不同时期各种效应拉动经济增长的情况也存在差异。 首先，改革开放前中国实际 ＧＤＰ
的增长主要由二产增长拉动，但三产的贡献率也不小。 １９５２—１９７８ 年二产拉动实际 ＧＤＰ 增长的贡

献率为 ７９􀆰 ０％ ，三产的贡献率为 ２２􀆰 ６％ ，不到二产贡献率的 １ ／ ３，一产的贡献率仅 ９􀆰 ４％ 。 同一期

间价格结构变化效应的贡献率为 ６􀆰 ７％ ，增长价格交叉效应的贡献率为 － １７􀆰 ７％ ，同价格相关的这

两种效应的贡献率之和为 － １１􀆰 ０％ ，它使得实际 ＧＤＰ 下降 ４１％ 。 其次，改革开放后二产仍是拉动

ＧＤＰ 增长的主要力量，但贡献率有所下降，三产的贡献率在提高，而增长价格交叉效应的副作用也

在增加。 １９７８—２０１９ 年二产拉动实际 ＧＤＰ 增长的贡献率为 ７２􀆰 ３％ ，比改革开放前降低了 ６􀆰 ７ 个

百分点；三产的贡献率为 ３５􀆰 ８％ ，比改革开放前提高了 １３􀆰 ２ 个百分点，贡献率是二产的一半左右；
一产的贡献为 ３􀆰 ４％ ，比改革开放前降低了近 ２ ／ ３。 同一时期价格结构变化效应的贡献率为

２􀆰 ２％ ，比改革开放前下降了 ４􀆰 ５ 个百分点；增长价格交叉效应的贡献率为 － １３􀆰 ７％ ，绝对数值比改

革前下降了 ４􀆰 ０ 个百分点；这两种效应的贡献率之和为 － １１􀆰 ５％ ，绝对数值比改革前下降了 ２􀆰 ０ 个

百分点；这两者总效应使得实际 ＧＤＰ 下降 ４􀆰 １９ 倍。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后尽管价格增长交叉效应

对经济增长的负作用有所下降，但由于价格结构变化效应下降得更快，因此，最终价格变化使得实

际 ＧＤＰ 增长率下降得更快，其对经济增长的总负效应也更大。
最后，从改革开放后 １９７８—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２—２０１９ 年这三个时期的对比来看，

同样也呈现出一产、二产贡献率下降，三产贡献率上升的现象。 改革开放后的价格结构变化效应和

增长价格交叉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在下降。 在这三个时间段中，价格结构变化效应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２􀆰 ３％ 、１􀆰 ６％ 和 － ０􀆰 ６％ ，增长价格交叉效应的贡献率则分别为 － １２􀆰 ２％ 、
－１􀆰 ５％和 １􀆰 ３％ 。 特别需要注意是，同年平均增长率的分解结果一样，最后一个时期的价格结构

变化效应和增长价格交叉效应的正负作用正好同前两个时期完全相反。

六、 本文的主要结论和贡献

本文主要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首先，从理论上研究如何分析价格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并探讨了如何度量鲍莫尔成本病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 为此，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

增长率分解方法，该方法可以分离出价格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同时能检验鲍莫尔成本

病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 其次，利用新的经济增长分解方法，对 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我国实际

ＧＤＰ 增长率进行了产业分解，并探讨了不同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本文研究表明：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期间，二产始终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但二产拉动实际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下降，三
产作用不断上升；近年来三产的作用甚至超过二产。 不过，二产增长率下降及其拉动 ＧＤＰ 增长点

的下降是否是近年来经济增长下降的主要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第三，还重点分析了三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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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价格结构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以及对三次产业拉动经济增长作用的影响。
本文研究表明，价格结构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年算术平均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效应并不大，且

这种价格结构变化效应在逐渐减弱。 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价格结构变化效应拉动我国实际 ＧＤＰ 增长的

算术平均年平均增长率为 ０􀆰 １０％ ，贡献率为 １􀆰 １６％ 。 但如果考虑时间累积效应，价格结构变化对

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小，其贡献的年几何平均增长为 ３􀆰 １５ 个百分点，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为 ３􀆰 ８％ 。 增长价格交叉效应对年算术平均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也比较小，其贡献的年算术平均

增长只有 ０􀆰 ０２ 个百分点，贡献率为 ０􀆰 ２２％ 。 正如 Ｂａｕｍｏｌ（１９６７）所预测的，增长价格交叉效应通过

时间累积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很大。 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增长价格交叉效应共使得我国实际

ＧＤＰ 下降 ７６􀆰 ６６ 倍，折算年几何平均增长率为 － ６􀆰 ７１％ ，贡献率为 － ４１􀆰 １％ 。 这表明，我国确实存

在价格变化的鲍莫尔成本病。 另外，即使按照年算术平均增长率算，尽管总是价格结构效应不大，
但三次产业各自的价格变化效应并不小。 最后，本文研究还表明，三次产业的价格变化效应和价格

结构变化对我国三次产业增长效应的影响都在变化，其中一产价格变化效应和价格结构变化对一

产增长效应的影响都在递减，三产价格变化效应和价格结构变化对三产增长效应的影响在递增，二
产则呈现倒 Ｕ 型变化。 此外，本文研究还发现，２０１３ 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了新的特征：由于三

次产业增长率都在下降，特别是二产实际增长率历史性的大幅度下降，它甚至低于改革前增速，这
导致了我国经济增长快速下降；２０１３ 年后的价格上涨率主要集中在三产上，这使得价格结构变化

效应为负，增长价格交叉效应则变为正，这同之前的价格变化效应相反；价格变化和三产占比的提

高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总体经济增长的下降。 不过，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如果没有二产的快速增长，
经济增长率仍将持续下降。 因此，保持一定高速的二产增长率，也许是维持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必

要条件。
本文的主要贡献及其后续有待研究的问题有：第一，提出一种有关实际 ＧＤＰ 增长率产业分解

的新方法。 这种分解方法不但可以分析三次产业价格结构变化对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而且还

可以把三次产业增长对实际经济增长影响中的实际产值增长效应和价格结构变化效应这两种影响

机制分解开来。 这有利于进一步理解和分析三次产业增长拉动经济增长的机制，并分析价格结构

变化的鲍莫尔成本病是否会阻碍经济增长。 另外，新的核算方法可以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它不仅可

以用来分析包括价格结构变化在内的各种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如就业结构和需求结构

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而且还可以用于地区、行业甚至企业内部各种结构变化对其总值增长率的

影响。 其次，分析了价格结构变化对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它有助于推动有关中国经济结构

变化和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研究。 本文分析发现，我国自 １９５２ 年以来的经济增长主要靠二产拉

动，但 ２０１３ 年以来二产的实际增长率已经下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２０１３ 年以来我国经

济增长在持续下降，而这一时期的价格结构变化效应也历史性地从正变为负。 另外，三产价格上涨

也历史性地超过一产，这也是一个新的现象。 这些现象之间是否存在内在必然联系，它们在一定程

度是否都是二产增长速度下降的结果？ 这些仍未可知而有待于本文的后续研究。 因此，二产和三

产之间的互动机制及其对经济增长作用也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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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ｒｅ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ｈａ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２５􀆰 ２５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ｈａｖ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３４８􀆰 ５７ 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ｈａ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３４８􀆰 ５７ ｔｉｍ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５􀆰 １７ ｐｅｒｃｅｎｔ， ９􀆰 ９４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ａｎｄ ９􀆰 ４８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ｔｗ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ａｕｓｅｄ ｉｔ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ｙ􀆰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ＧＤＰ ｆｅｌｌ ｆｒｏｍ ５０􀆰 ５％ ｉｎ １９５２ ｔｏ ７％ ｉｎ ２０１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ａｎｄ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ｖａｌｕｅｓ ｒｏｓｅ ｆｒｏｍ ２１％
ｔｏ ３９％ ａｎｄ ｆｒｏｍ ２９％ ｔｏ ５４％ ，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ｌｓｏ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ｉｍ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ｈｏｗ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ｉｓ ｔｈｅ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ｐｒｉｃ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ｂｙ ２２􀆰 ３ 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 １４􀆰 ７ ｔｉｍ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５２ － ２０１９，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ｏｎｌｙ ｂｙ ２􀆰 ２３ ｔｉｍｅｓ􀆰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ｐｒｉｃ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ｌｔ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ｒｅａｌ ＧＤＰ， ｗｈｉｃｈ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ｅｖｅｎ ｉｆ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ｎｏ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ｕ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ｉｍ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ｒｉｃｅ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ｏ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ｒ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 ｎｅｗ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Ｕｎ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ｈｉｃｈ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ｓ ｔｈｅ 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ＧＤＰ ｃｏｕｎｔ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ｓｉｍｐｌｅ ｓｕｍ ｏｆ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ＧＤＰ ａｓ ａ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ｓｕｍ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ａｌｌｏｗｓ 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ｔｏ ｂｅ 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ｉｓ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ｐａｒｔ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ｖａｌｕ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 ｐｒｉ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ｐｒｉｃ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ｅｎａｂｌｅｓ ｕ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ｈｏｗ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ｉｃ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ｒｅａｌ 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ｔｅｓｔ Ｂａｕｍｏｌ􀆳ｓ ｃｏｓ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 ｐｒｉ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ｐｒｉｃ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ｒｏｍ １９５２ ｔｏ ２０１９􀆰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ｎｄ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ｒｅａｌ ＧＤＰ
ｂｙ ４􀆰 ４ ｔｉｍｅｓ， １８６􀆰 ７ 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 ９４􀆰 ０ ｔｉｍｅ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ＧＤＰ ｂｙ ７􀆰 ０
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ｐｒｉｃ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ＧＤＰ ｂｙ ７６􀆰 ７ ｔｉｍｅｓ􀆰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ｅｒｅ ２􀆰 ４％ ， １００􀆰 ７％ ， ３４􀆰 ７５％ ， ３􀆰 ８％ ， ａｎｄ － ４１􀆰 ４％ ，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ＧＤＰ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ｓ ｕｐ ｂｙ ０􀆰 ６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ｐｏｉｎｔ，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ｄｏｗｎ ｂｙ ０􀆰 ４３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ｐｏｉｎｔ ａｎｄ ０􀆰 ３０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ｐｏｉｎ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Ｈ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１９５２ － ２０１９􀆰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ｗａ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ｗ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ｔｈａｔ，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ｈａ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ｉｔ ｉｓ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ｈａｓ ｔｗｏ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 ｎｅｗ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ｃａｎ ｂｅ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Ｓｅｃｏｎｄ， ｂｙ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ａｌ
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ａｎｄ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Ｐｒｉ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０１， Ｌ１６， Ｏ１４

（责任编辑：晨　 曦）（校对：曹　 帅）

８３

王弟海：三次产业增长和产业价格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１９５２—２０１９ 年


